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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当代国外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与成因分析∗

———基于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及其方法论考察

孔明安　 靳欢欢

[摘　 要] “民粹主义” 是一个引人注目、 又饱受争议的概念与话题。 在研究路径方面, 主要有三种: 一是

从历史比较研究的路径追溯民粹主义的概念表征, 解释其历史起源和发展历程; 二是从类型归类学的方法路径

勘定民粹主义的概念用途, 考察有关思想运动的多样性; 三是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路径纠正民粹主义的概念

泛化, 关注案例之间隐藏的异同, 并建构理论。 鉴于比较政治学重视概念的 “情境性” 和 “复杂性”, 本文试

图从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出发, 提炼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 (决定性属性)。 根据荷兰学者马蒂亚斯·鲁杜因

的研究, 当代民粹主义的 “最小定义” 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 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宣布存在 “危机” 的情况

下, 通过同质化的 “人民”, 掀起以 “人民” 为中心, 反对精英主义的政治极化运动。 当代民粹主义的兴起有

三重根基, 现代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失衡是其化 “民主” 异变为 “民粹” 的制度根基, 公共协商机制失效与技术

遮蔽是其以 “大众” 反对 “精英” 的社会根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全球治理失效是其借 “形势” 渲染 “危机”
的战略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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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在西欧、 北美的民粹主义浪潮中, 英国脱欧事件和特朗普选举胜利让欧美右翼民粹

主义势力极度飙升。 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国民联盟” 在法国大选中异军突起, 使

极右势力在欧洲不断抬头。 伴随着右翼民粹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勃兴, 拉美国家的左翼民粹主义

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从 20 世纪初开始, 拉美地区先后掀起了四次民粹主义浪潮, 而当下拉美正

在经历激进的左翼民粹主义时期①。 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对民粹主义的概念及其界定路径进行梳

理和分析。

一、 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与方法论考察

民粹主义 (populism) 在学术上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 迄今为止, 国内外学界并未对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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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主义” 概念作出统一的界定, 但多样化的认知视角和分析方法, 却给我们带来了更细致、 更

全面的考察维度。
(一) 从历史比较研究的路径追溯民粹主义的概念表征

历史比较研究法是史学界较为经典的研究方法, 提倡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面进行研究。
这一方法通常把不被纳入同一地区的两个或者几个社会的历史进行比较, 从而在共同性和差

异性中找出事物的本质。 从历史比较研究法入手, 典型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形式有两种起源路

径: 一是源于 19 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俄国民粹派运动, 二是同时期发生在美国的人民党

运动①。
在规范意义上讲, 早期的 “民粹主义” 作为特定历史现象的标签, 还不具备明显的贬义色

彩, 时常被用来描述社会的正面现象。 马龙闪按照历史编年顺序考察了俄国民粹主义的产生、 发

展及演进趋势。 他认为, 俄国民粹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就在俄国民粹

主义濒临消亡之际, 美国在 19 世纪晚期爆发了人民党运动。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 ( Paul
Taggart) 总结了人民党运动的两点特征: 一是 “平民” 色彩显著, 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 二

是具有浓厚的批判性和反叛特征②。 此后, 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 对国家政权的更迭

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民粹主义与西方社会所弥漫的反共产主义情绪相勾结, 在

美国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麦卡锡主义③。 21 世纪以来, 民粹主义成为一股席卷全

球的政治力量。 在欧洲, 法国的 “国民阵线” 领袖勒庞等右翼政治家纷纷推行 “新民粹主义”
(Neo-Populism)。 在美国, 特朗普打出 “美国优先” “美国第一” 的口号。 民粹主义犹如一个幽

灵, 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
从民粹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 “民粹主义” 概念已经跨越了其早期的经典形象, 从国家发

展、 制度设计、 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等方面扩散到世界各地, 并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形成

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民粹主义政治景观, 其内涵没有统一定义, 但在外延方面具有以下几方面特

征: 第一, 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层面, 民粹主义与特定的制度设计并无直接相关性, 其既包

含资本主义因素、 又具有社会主义诉求, 在一定程度上具备 “反资反社” 的意识形态倾向。 美

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 (S. M. Lipset) 考察了 “法西斯主义” 之左、 中、 右派别的社会基础与意

识形态, 指出法西斯主义作为民粹主义的极端表现, “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 又反对社会主

义, 既反对大企业, 又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级运动”④。 第二, 从民粹与民主的关联看, 民粹

主义具有不可估量的工具性价值, 它既是道德上的指控术语, 又是重要的政治工具, 兼具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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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和 “反民主” 的双重因素。 在正面的积极用法中, 民粹主义表现出反建制、 反特权、 反

精英的特征; 在贬义的用法中, 民粹主义被用做捍卫一种 “无民主的民主”① 概念。 历史上,

麦卡锡主义就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 “大规模反民主运动”②。 第三, 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角度看,

民粹主义自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以来, 在欧洲、 拉丁美洲进行了主导性的民粹主义实践, 在其他边

缘国家构成了一套分散的 “区域政治经济模式”③。 因此, 民粹主义在概念界定中尽管没有统一

的定义, 但是在实践层面却具有多样性、 区域性和差异性特质④。 可以说, 在概念表征方面, 民

粹主义具有规范性研究的不偏不倚性, 实证性研究中的工具性价值, 以及动态发展和跨空间区域

趋势。

(二) 从类型归类学的方法路径勘定民粹主义的概念用途

类型归类学是国内外学者定义民粹主义概念最常用的方法。 所谓 “类型归类学” 是以对象

的属性作为区分的标准, “将符合同一标准的对象聚类, 不同的则分开的方法”⑤, 它以类的对象

不存在共同属性为前提, 属于概念界定的类型观。 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卡农范 (Margaret

Canovan) 试图通过定量与定性两种方式研究民粹主义, 并将民粹主义分为七种类型⑥。 在她看

来, 民粹主义研究中存在各式各样的理论解释, 但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是概念的内涵清

楚, 但外延过于模糊; 要么是外延清晰, 但内涵过于狭隘。 因此, 构建一种描述性类型学

(descriptive typology) 的优势在于, 既能澄明概念术语的使用方式, 又能公正、 全面地对待有关

运动和思想的多样性。

拉克劳在 《民粹主义理性》 中借鉴了卡农范的民粹主义类型。 他认为, 要考虑到民粹主义

概念自身的 “模糊性” 以及被纳入这一标签下的现象的多样性, 不要试图超越多样性本身, 而

是停留在现象本身, “分析它所包含的经验案例的范围, 并从它们的有限性和描述性比较中得出

任何可能的结论”⑦。 卡农范所推崇的描述性类型学试图将包罗万象的民粹主义案例囊括进去,

建立民粹主义 “百科全书式”⑧ 模型, 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我们在纷扰复杂的民粹主义现象中把

握和理解概念的特征与具体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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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类型描述” 的概念化策略外, 借用跨区域、 跨地区的方式归类民粹主义类型也是研

究民粹主义理论常见的方法。 早在 1967 年 5 月, 伯林 ( Isaiah Berlin)、 霍夫施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 沃森 (Hugh Seton-Watson) 等众多知名学者在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召开

了 “定义民粹主义” 的国际会议。 会议上, 各位学者试图分别从政治、 历史、 意识形态等方

面界定民粹主义, 探讨了五种民粹主义类型的定义及特征, 分别是俄国的民粹主义、 北美的

民粹主义、 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 非洲的民粹主义、 亚洲的民粹主义①。 这种划分民粹主义

类型的方式显然受到区域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影响, 从侧面说明界定民粹主义概念需要借

助时间和空间的逻辑, 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粹主义现象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地理以及政治参

数密切相关。 此后, 通过地方史、 国别史的方式研究民粹主义的方法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

追捧与好评。
由上可见, 类型归类学突破了对单一地区、 单一类别的民粹主义案例分析, 实现了在跨区域

视角下分析民粹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 有利于学者根据国别史、 地方史和区域史自主地选择并建

立民粹主义类型。

(三) 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路径纠正民粹主义的概念泛化

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是当前西方政治学中最为重要的分析工具, 在概念形成的过程中, 比

较研究的方法使得我们对概念的描述更加清晰。 大卫·科利尔 (David Collier) 指出: “比较

研究方法关涉系统分析的少量案例, 或者 ‘小样本’ 时出现的方法论上的问题。”② 因此, 比

较研究更关注的是案例之间隐藏的异同, 有助于归纳新发现的理论并建构理论③。 从国内外的研

究情况看, 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 第一, 概念分析是比较政治学关注的

重点与核心。 几乎所有的比较方法都把研究 “概念” 问题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起点, “当人

们对某项比较的结果争执不休时, 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回到起点, 从概念界定开始重新审视已

有的研究”④。 对此, 乔万尼·萨托利 (Giovanni Sartori) 阐述了概念使用混乱的问题⑤。 第二,
方法论的选择与制定是界定概念的重要环节。 阿伦德·利普哈特 (Arend Lijphart) 认为, 在

政治学学科中, “比较政治学是唯一一个带有方法论而非实质性标签的学科”⑥。 比较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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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前沿的方法包括比较历史分析、 因果分析、 嵌套分析以及模糊集合 ( fuzzy sets), 其中,
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 约翰·吉尔林 ( John Gerring) 提出的 “最小 - 最大” 策略更是得到推

广与运用。
在概念分析中, 运用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来界定民粹主义是当前学界最常用的手段。 他们借

鉴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原因在于: 一是当前民粹主义研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其概念的模糊性

与不确定性; 二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畴, 经常与支离破碎的政治进程、 分崩离析的社会基

础以及行为方式混为一谈; 三是出于个人意愿和使用途径的考虑, 一些学者试图规避民粹主义的

概念界定, 转而从规范性层面对其进行价值评价。 为了纠正民粹主义的概念泛化以及 “概念”
的跨案例、 跨区域问题, 采取比较研究再适合不过。

在此基础上, 国内外学界对民粹主义概念研究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 在概念化、 理论化的范

式中, 确立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 寻找其 “最小公分母”。 有学者借助萨托利的方法来验证对民

粹主义概念化的使用①。 作者验证了不同时代、 不同地区和不同制度设计的民粹主义行动者的基

本特征, 并制定了关于当代民粹主义的 “最小定义”。 第二, 在跨区域的案例比较中, 运用具体

的方法论策略研究民粹主义的类型及其特征, 来克服规范性和地区性的偏见与差异。 有学者通过

展示民粹主义的 “最小定义” 及其意识形态定义, 从而发现民粹主义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区域

亚类型②。 还有学者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概念化策略, 评估其有关澄清民粹主义方面最为有用的类

型, 然后通过确定民粹主义的域和属, 确定民粹主义的具体特征、 区分其子类型, 重新定义民粹

主义③。 第三, 基于民粹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或政治现象的融合, 形成了顺应基础概念本身的发

展以及外延环境变化的 “亚类型” 概念, 为了澄清不同类别概念的亚类型需要借助比较研究。
我国学者高奇琦等通过 “最小 - 最大” 策略方法剥离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相关属性, 从而

进行对比、 分析异同, 并着力澄清 “民粹民族主义” 和 “民族民粹主义” 两类概念亚类型④。
因此, 通过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澄清概念混淆、 概念宽泛等问题。

二、 比较政治分析中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

以上定义民粹主义概念的三种方法在各自的研究范式下有着不同的特征与优势。 第一, 历史

比较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 “时空跨越” 模式下民粹主义的历史与文化现象, 全景式地考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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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atthijs Rooduijn, “The Nucleus of Populism: In Search of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
Vol. 49, No. 4, 2014.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xclusionary vs. Inclusionary Populism: Comparing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8, No. 2, 2013.

Kurt Weyland, “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 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4, No. 1, 2001.

参见高奇琦、 张鹏: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辨———基于概念研究的视角》, 《学术月刊》 202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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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主义的历史变迁及其不同时期的概念表征; 第二, 类型归类学的方法有助于化解民粹主义概念

的 “普遍性” 与 “特殊性” 的张力, 深化在政治策略、 话语风格、 意识形态等不同维度对民粹

主义理论的研究; 第三, 比较政治研究法能够综合概念的 “复杂性”, 充分考虑民粹主义这类具

有争议性概念的生成及其使用情境。 因此, 相对于前两种方法, 比较政治研究法因其重视概念的

“情境性” 和 “复杂性”, 强调根据具体情境理解和评价概念, 而更适合用于当代民粹主义的概

念建构①。 当然, 三种方法之间也并非毫无关系, 前两种方法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丰富的经验材

料和实证数据, 后一种方法为前者提供复杂又完整的概念分析框架, 对民粹主义进行抽象概括。
本文从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出发, 提取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 在借鉴了原有的理论范式基础

上, 试图建构学界对当代民粹主义的最低共识 (最小定义)。
(一) 从政治学范畴辨析当代民粹主义的概念

在政治学的范畴下界定民粹主义的学者不在少数, 突出强调民粹主义的政治属性。 从政治社

会学的维度看, 拉克劳提出具有政治本体论的左翼民粹主义策略, 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政治逻

辑, “是构建政治的先决条件”②。 从政治思潮的维度看, 荷兰政治科学家卡斯·穆德 (Cas
Mudde) 将民粹主义看作一种 “薄的意识形态” ( thin-centred ideology), 它可以很轻易地和其他

不同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③。 从政治工具的维度看,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库尔特·
韦兰德 (Kurt Weyland) 将民粹主义看作一种政治策略或组织方式。 他认为, 民粹主义领导者通

过展示与普通民众的亲近感和激发民众对其领导的认同来维持其统治④。 总而言之, 无论是将民

粹主义界定为一种政治逻辑, 抑或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 都有助于我们从政治学的范畴理解和把

握民粹主义的内涵。
在概念界定中, 为了避免对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研究呈现主观化和随意化倾向, 力图在特定的

理论背景和问题论域下思考问题, 需要对当代民粹主义的时间节点作出考察。 当前, 民粹主义表现

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现象, 与 “民粹” 的经典话语形象不可同日而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民粹主义一路高歌猛进,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对此, 有学者认为, 民粹主义在当今时代表现

多样⑤。 有学者将民粹主义放置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中来考

察⑥, 目的是突出世界政治范围下的民粹主义。 在此基础上, “当代民粹主义” 的历史划分可以追

溯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80 年代后互联网、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助推了民粹主义在当代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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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参见张芯瑜: 《政治学中拉美民粹主义概念辨析及界定》, 《拉丁美洲研究》 2019 年第 3 期。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 xi.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9, No. 4, 2004.
Kurt Weyland, “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 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4, No. 1, 2001.
Vedi R. Hadiz and Angelos Chryssogelos, “Populism in World Politics: A Comparative Cross-reg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8, No. 4, 2017.
J. Morelock (ed. ), Critical Theory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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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兴起、 发展与形变①。 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背景是划分当代民粹主义的时间节点的研究论域。

在发展进程中, 民粹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与政治运动、 政治思潮紧密相连, 并在世界范围内先

后形成了三波民粹主义浪潮②。 然而, 随着这一政治现象逐步蔓延到拉美、 欧洲、 非洲和亚洲等

地, 民粹主义所覆盖的案例也就越来越多, 于是出现了如萨托利所言的 “概念旅行” ( concept

traveling) 及其所衍生的 “概念拉伸” (concept stretching) 问题③。 因此, 界定 “当代民粹主义”

的科学内涵显然不能囿于传统民粹主义的政治理念当中, 而是要结合概念使用的情景与语境。 立

足经济全球化背景, 当代民粹主义以 “第三波” 民粹主义浪潮而显现, 以不可抵挡之势席卷欧

美发达国家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民粹主义在当下不同的国家有所差别, 但仍

然有相似之处。 保加利亚的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 ( Ivan Krastev) 认为, 当代民粹主义的

兴起 “意味着政治两极分化和更具对抗性的政治风格的回归 (这不一定是一种消极的发展)”④。

这表明, 当代民粹主义形成了一种左右对立、 同时并举的政治极化现象。 我国学者林红也指出,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民粹主义运动, 而是表现出左翼与右翼同时并举的两极

化趋势⑤。 难怪有人责备民粹主义在当今时代是一个政治 “怪象”, 无论是在风格迥异的欧洲与

拉美的政治实践中, 还是在政策主张对峙的左翼与右翼政党中, 抑或是在思想理念相异的意识形

态系谱中, 民粹主义总能展现的左右逢源、 雨露均沾。

总之, 当代民粹主义是一种发生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与新自由主义密切相关, 在世界范围

内呈现出兼有暴力与妥协、 威权与改良、 排他性与包容性、 本土主义与仇外主义等左右两翼同时

并举的政治极化现象。

(二) 从古典分类法中提炼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

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开创了比较政治分析的概念研究传统, 其倾向于用清晰简洁的二分法来

界定概念, 强调政治学方法论 (调查技术和定量分析) 与概念建构无直接相关性, 这是一种典

型的本质主义立场⑥。 对此, 萨托利提出了以概念结构的纵向关系为基础的 “抽象阶梯” ( the

ladder of abstract) 方法⑦。 这种方法有助于避免概念拉伸的分析方式, 以一般性的概念化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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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红: 《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孕育、 生成与有效应对》,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 年第 17 期。
参见杨邦荣: 《民粹主义浪潮与全球治理改进》, 《理论与改革》 2020 年第 4 期。
“概念旅行” 是将概念应用到新案例中, “概念拉伸” 是由于概念在新案例中所引发的意义上的争执与歧义。 参见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1970。
〔德〕 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孙柏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第 123 页。
参见林红: 《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 《国际政治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参见张芯瑜: 《政治学中拉美民粹主义概念辨析及界定》, 《拉丁美洲研究》 2019 年第 3 期。
“抽象阶梯” 方法明确了三个层次的类型: 一是处于中间阶梯的 “一般性的概念化” (general conceptualization), 其特

征是外延和内涵能够保持某种平衡, 通常用于相同背景下地区内国家的比较。 二是处于下层阶梯的 “结构的概念化”
(configurative conceptualization), 其通过扩大内涵、 缩小外延, 来进行国别分析。 三是处于上层阶梯的 “普适性的概念化”
(universal conceptualization), 可以在异质的背景下进行跨区域、 全球性的比较, 其特征是外延的最大化、 内涵的最小化。 参见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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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沿着阶梯向上延伸消除概念的一个特征或属性, 得到普适性的概念; 或者沿着阶梯向下延伸

增加概念的一个特征或属性, 得到结构性概念①。 此后, 在 1984 年, 萨托利进一步完善了古典

分类法研究, 分析了术语、 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关系, 然后又区分了陈述性定义和指涉性定义, 以

及界定概念的 “决定性属性” 和 “伴随性属性”, 并强调用决定性属性来界定概念。 本文将先从

单一范畴出发, 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民粹主义的界定, 并通过古典分类法的方式提炼和总结当代民

粹主义的核心意蕴。
在当代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中, 具有重要贡献的是荷兰学者马蒂亚斯·鲁杜因 (Matthijs

Rooduijn)。 他基于不同的制度设计, 通过对六个不同国家地区的案例比较, 提取了当代民粹主

义的四个共同特征: (1) 强调 “人民” 的中心地位, (2) 批评精英, (3) “人民” 是同质的实

体, (4) 宣布危机的爆发②。 这四个特征既构成了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 又是当代民粹主义的核

心意蕴。 为了提高文章的质性研究特征, 本文将借鉴鲁杜因有关当代民粹主义的 “最小定义”,
并对其进行评价。

根据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 鲁杜因首先将民粹主义类型分为美国、 拉丁美洲和西欧三个区

域。 然后, 按照三种区域类型的民粹主义分别收集、 整理和分析了各自的相关文献, 在这些文献

中提炼了 12 个与民粹主义相关的基本特征, 并分门别类地按照理念、 风格、 组织将其进行了区

分。 其次, 他又从时间、 地点和意识形态等不同的背景下选取了六位 “典型的民粹主义行动者

及其政党”, 并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民粹主义特征进行了评估 (参见表 1)。 最后, 在 12 个

属性中提炼了四个民粹主义的 “决定性属性”, 即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 根据这四个 “决定

性属性” 对当代民粹主义作出了 “最小定义”。 在他看来, 当代民粹主义的 “最小定义” 是指在

某一国家或地区宣布存在危机的情况下, 通过同质化的 “人民”, 掀起了以 “人民” 为中心, 反

对精英主义的政治运动。
有三点原因可以解释鲁杜因总结的四个 “决定性属性” 能够作为当代民粹主义的核心意

蕴。 其一, 受制于理想状况的约束, 作者选定了六个具有参考性的样本。 这六位典型的 “民
粹主义行动者及其政党” 受到了至少三个权威学者的认定, 所以具备一定的权威性。 其二,
六位民粹主义行动者在时间、 地点和意识形态方面尽可能地不同。 在时间方面, 他不仅关注

了当代民粹主义, 还考察了历史案例中的民粹主义; 在地点方面, 他从对应于三种区域类型

的民粹主义中各选了两个典型的民粹主义行动者, 保证了空间上的多样性; 在意识形态方面,
他尽可能地减少给民粹主义贴上标签, 而是选定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立场作为代表③。 其三,
作者的研究方法符合萨托利的古典分析法。 他先提取 12 个民粹主义行动者及其政党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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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程同顺、 杨倩: 《比较政治学视野中的民粹主义概念辨析》, 《天津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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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以此作为中间阶梯的 “一般性的概念化”, 然后沿着梯子向上延伸消除几个属性, 从而区

分了四个 “决定性属性” 作为当代民粹主义的 “普适性概念”。 具体来看, 当代民粹主义的核

心意蕴可以表现为以下内容。

表 1　 民粹主义行动者及其政党的基本特征

沃森

人民党

(美国)

佩罗

改革党

(美国)

庇隆

正义党

(阿根廷)

查韦斯

第五共和国运动 /
委内瑞拉社会统一党

(委内瑞拉)

勒庞

国民阵线

(法国)

贝卢斯科尼

意大利力量党 /
自由人民党

(意大利)

理念

1. 以“人民”为中心 + + + + + +

2. 反精英主义 + + + + + +

3. “人民”的同质化 + + + + + +

4. 直接民主 + + - + + +

5. 排他性 + - - - + -

6. 宣布危机 + + + + + +

风格

7. 简单化的语言 - + - + + +

8. 直接的沟通方式 + + - + + +

9. 极化方式 - + + + + +

10. 局外人形象 - + + + + +

组织

11. 集中化领导 - + + + + +

12. 松散的中介关系 + + + + - +

　 　 ( “ + ” 表示明确具备这一属性, “ - ” 表示不具备这一属性)

第一, 以 “人民” 为中心。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模糊不清、 具有争议的概念, 但其核心

要素仍然是 “民” 和 “民粹”①。 当代民粹主义所强调的 “人民” 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和抽象性。

它具有以下三点特征: 一是作为政治工具的 “人民”。 在情感表达方面, 民粹主义行动者并不是

信仰人民, 而是操纵与利用人民, 将其作为政治策略的工具。 德国学者杨 - 维尔纳·米勒 (Jan-

Werner Müller) 认为, 民粹主义以 “人民” 的名义, 借助某种公共事件, 煽动民众的不满与非

·29·
① 参见林红: 《民粹主义: 概念、 理论与实证》,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 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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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情绪, 进行政治动员和实施行动, 极具蛊惑性、 破坏性①。 二是作为反建制主义的 “人
民”。 “建制” 在法制建设中既包括宪政法治体系, 又包含了政治生活的法规、 准则和决策程序

等。 那么, 当代民粹主义的 “反建制” 既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念, 又反对任何民主性安排

以及中介性建制②。 这种政治现象在民主政体下经常发生, 是现代民主制度投射下的 “影子”。

三是作为反多元主义的 “人民”。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必定是反多元的, 这和民粹主义的

排他性机制密切相关, 所以当今世界的民粹主义无不表现出反全球化、 反一体化、 反移民以及保

护主义特征。

第二, 批判精英主义。 “民粹” 的对立面即 “精英”, 所谓 “精英” 是那些掌握政治、 经济

和文化资源, 并利用所掌握的资源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人③。 民粹主义之所以反对精英, 一方面在

于精英占有社会资源的话语权, 而社会底层的平民几乎一无所有, 所以资源的不平等促使 “人

民” 反对精英。 有学者指出, 民粹主义起源于权力集团的破裂, 导致一个派系呼吁 “人民” 来

包抄建制派的政治精英④。 另一方面, 由于民粹主义天然的反智主义立场, 使其相信常识比知识

重要得多。 因此, 在现代社会, 衍生了一种新型民粹主义模式———文化民粹主义, 它通常被视为

一种具备知识分子 “现代立场” 的民粹主义⑤。 在此, “精英” 在全球范围内也有了更多的指

涉, 包括政治精英、 公共知识分子、 商人、 企业家、 演员等。 就此而言, 权力、 机会、 资源的不

平等促使 “民粹” 催生了更多的批判对象。

第三, 同质化的 “人民”。 拉克劳认为, 民粹主义的 “人民” 能够将社会不满情绪和需

要统一起来, 并建立在 “虚空能指” ( empty signifier) 的基础上, 以此划分对抗性的边界。 他

讲道: “虚空能指只有在表示一个等同链条时才能发挥作用, 才能构成 ‘人民’ 这一主

体。”⑥ 为了构建同质化的 “人民”, 拉克劳提出了民粹主义政治的三维结构, 即在等同链条

中统一社会的多元需要, 然后将这些社会需要一分为二, 制造社会的政治分野, 最后通过建

构大众身份的方式巩固等同链条⑦。 米勒也认为, 民粹主义的逻辑是一种特定地对政治的道

德化想象, 是一群所谓道德高尚, 但实际上纯属虚构的 “人民”⑧。 在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今

天, 科学民粹主义正由此发展而来。 科学民粹主义指有道德的普通人和无道德的学术精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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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科学决策权和定义真理的话语权上的对立①。 这里的 “普通人” 正是虚构的人民, 意指依

赖于常识、 日常经验和直觉的民众, 而 “学术精英” 指那些脱离日常生活经验、 具有认知权威

的 “敌人”。
第四, 宣布危机的爆发。 “危机” 既是当代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 也是其爆发的原因之一。

有学者认为, 由于现代社会的不断变化,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 某些群体生

活可能不尽如人意, 导致出现一场关于被代表者的结构性危机, 而这也可能是社会、 经济和政治

衰落的首要来源②。 因此, 在现实意义上看, 当代民粹主义的爆发基于人民对现状的不满, 包括

技术变革、 全球经济、 机会不平等, 特别是恐怖主义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恐惧③。 然而, 在

米勒看来, 民粹主义 “危机” 并非一个客观的事实陈述, 而是取决于如何解读④。 民粹主义者热

衷于将时局描绘成危机, 将其称为生死存亡的威胁, 因为危机可以促使民粹统治合法化。 基于

此, 危机在当代民粹主义中具有关键作用, 它不仅成为引发民粹主义的原因, 也是其制造、 渲染

和表演 “社会问题” 的 “触发器”⑤。
综上所述, 根据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界定当代民粹主义, 能够得出一个 “最小定义”。 在理

论化的范式中, 以 “人民” 为中心、 反精英主义、 同质化的 “人民” 和危机的爆发, 既是当代

民粹主义的决定性属性, 也是其核心意蕴。

三、 当代民粹主义兴起的成因分析

当代民粹主义的崛起有三重根基, 现代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失衡是其化 “民主” 为 “民粹”
的制度根基, 公共协商机制失效与数字技术遮蔽是其以 “大众” 反对 “精英” 的社会根基, 国

际秩序的调整与全球治理失效是其借 “形势” 渲染 “危机” 的战略根基。
(一) 现代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失衡是当代民粹主义化 “民主” 为 “民粹” 的制度根基

现代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内涵是以制度性因素搭建了主权所有者与主权行使者之间的桥梁⑥。
代议制与直接民主、 竞争性政党制度、 法治民主与公共领域、 福利国家制度等搭建了民主制度的

基本框架。 然而, 西方民主制度内在的隐性问题与结构失衡具有使 “民主” 变为 “民粹” 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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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缺陷。

第一, 现代民主内含 “多数原则” 和 “代议制” 的隐性结构致使民主异变为民粹。 如果说

直接民主的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原则容易诱发民粹主义的话, 那么英美式的间接民主包含了不易

被察觉的 “潜隐剧本” (hidden transcript)①, 即在正式制度或公共权力面前维系统治结构的支配

逻辑, 以及其所内含的被压制群体的反抗逻辑。 而对当代民粹主义的探讨不可避免地需要提及现

代自由民主的 “多数原则” 和 “代议制”。 在以尊重个体自由和差异的民主制社会中, 多元主义

声音削弱民主的合法性, 并且其自身无法回答 “民主即善” 而内含多数人专制的倾向②。 对此,

米勒认为, “民粹主义随着代议制民主的出现而崛起, 它是代议制民主的阴影”③。 因此试图通过

增强代表性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招致民主的恶化, 撕裂民粹主义的 “真正的人民” 与人民之外的

“选民” 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说, 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代议制, 只要他们是那个 “代表”, 甚

至也不反对精英, 只要精英是他们自己的 “代理人”④。

第二, “全民公投” 是在体制外践行民粹化的草根民主形式, 也是民粹主义政党操弄政治、

动员 “民粹” 的政治把戏。 “全民公投” (又称全民公决) 是指某一国家、 地区全体人民直接投

票决定某些特定议题的方式。 通常来说, 当代议制出现结构性危机或面对民族自决、 政治改革、

社群冲突等政体结构性问题时, 就可能诉诸以全民公投为典型的直接民主。 然而, 公投有其自身

的制度缺陷, 在技术属性上具有零和博弈的特点, 谈判的双方无法达成共识⑤。 在此基础上, 公

投很有可能成为政治精英逃避责任、 掩盖罪行、 操纵民意的挡箭牌, 刻意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

种煽情的口号。 例如, 2016 年英国脱欧期间, 英国独立党作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极端民族主

义和排外倾向作为策略, 打着血统、 族群意义上的 “同质社会” 名义获得下层民众的支持⑥。 有

学者指出, 全民公投 “是在公开吸引不负责任的江湖骗子, 操纵鲁莽无知的选民最大程度地、

可恶地滥用民族主义”⑦。 可见, 全民公投是民粹主义者利用民主的意愿、 情绪和需要作为政治

策略的工具手段。

第三, 福利国家制度原本作为缓和社会矛盾、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民主制度设计, 却成为引

发西方国家外围 “难民潮”, 导致西方国家内部经济低迷、 政局动荡、 极端社会思潮盛行的 “制

度陷阱”。 从经济社会保障方面看, 欧美国家之所以作为外国移民中意的目标, 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这些国家所建立的完善的福利制度。 然而, 21 世纪以来, 当西方国家不能完全满足包括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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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高福利要求时, 一场隐藏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潮流暗流涌动。 一方面, 西方国家在

中东、 北非等地播下的战争 “种子” 陆续接收恶果, 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 难民源源不断地

涌向欧美国家。 另一方面, 西方国家财政赤字严重、 “中产阶级” 萎缩、 社会经济下滑迫使其采

取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①。 在此背景下, 西方民粹主义把国内层面的就业和贫困等问

题归咎于国外移民, 从而制造仇外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 把社会治安和国际贸易等问题归结为移

民的入侵和竞争, 从而主张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
(二) 公共协商机制失效与数字技术遮蔽是当代民粹主义以 “大众” 反对 “精英” 的社会

根基

从社会治理维度看, 公共协商机制失效和舆论空间监管失范使得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无法得

到重视, 数字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导致公共领域的 “再殖民化”, 社会矛盾无法缓和, 加大了民

众对精英的敌视。
第一, 公共协商机制失效和舆论空间监管失范, 造成 “大众” 与 “精英” 的对立与冲

突。 一方面, 由于精英集团对协商结果的控制以及对社会共识的漠视, 致使协商过程形式化

随意化, 民意无法得到重视, 普通民众的利益被忽视, 加深了民众对精英的不信任, 进而诉

诸直接民主。 另一方面, 民众对精英阶层的谩骂、 嘲笑和讽刺充斥着公共舆论空间, 民粹化

的社会负面情绪引起民众的心理失衡。 民粹主义通常站在自己所排斥的、 厌恶的社会集团的

对立面来描述自身。 他们以 “正义” 之名绑架社会大众, 通过制造谎言、 渲染舆论、 散播谣

言、 威胁谩骂等方式夸大弱势群体与精英阶层的对立和矛盾。 在公众平台, 这种现象主要源

于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导致在心理上产生愤懑与不满, 从而逐渐

演化为话语暴力, 撕裂社会秩序, 制造群体间的矛盾, 为民粹主义的泛滥奠定舆论和社会心

理基础。
第二, 公共领域的沦落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节机制遭到破坏, 公民参与讨论的公共空间

缩小, 社会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底层民众的情绪、 诉求无法得到宣泄和满足, 加大了其对精

英阶层的敌视。 进入 21 世纪以来, 欧美国家长期经济萧条, 社会的失业率上升, 民众的购买力

下降②。 经济上的不景气直接导致政治上的危机, 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衰败暴露了社会底层民众

对专家治国的不满, 并走向了一条泛滥的直接民主之路。 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诱因引发了不同国

家、 不同地区的文化观念对立, 在生存安全感和仇外反冲的刺激下, 威权民粹主义运动愈演愈

烈③。 然而, 数字信息技术在市场诱惑和权力阴谋的双重裹挟下, 借助智能化、 数字化、 信息化

手段模糊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 削弱了协商民主的 “理想化的沟通情境” 及其有效性

·69·

①

②
③

参见宋全成: 《反移民、 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何以能在欧美兴起》,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 期。
参见马峰: 《全球化与不平等: 欧美国家民粹浪潮成因分析》, 《社会主义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参见 〔美〕 罗纳德·F. 英格尔哈特: 《生存安全、 文化反冲与威权民粹主义的兴起》, 叶娟丽译, 《国外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1 期。



当代国外民粹主义的核心意蕴与成因分析

主张①。 一方面, 在公共领域受限的情况下, 有些公共议题会被片面放大。 另一方面, 公共领域

的分崩离析意味着以寻求共识性为基础的协商机制不复存在, 大众与精英处于零和博弈的利益关

系当中。
第三, 在 “后真相” 时代, 算法智能技术与新闻舆论的融合发展加剧了 “信息茧房” 的恶

化, 在扼杀了真相与民主的同时, 激发了民众反智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倾向。 所谓 “后真相”
(post-truth) 是指相对于事实真相而言, “观念、 立场和情感更能左右舆论的立场”②。 在 “后真

相” 时代, 民粹主义通过底层叙事、 哄客叙事、 对抗叙事来表达自身, 致使自身与民主法治精

神背道而驰③。 它主要通过算法智能技术捕捉大众的兴趣爱好, 精准地实现信息匹配, 制造 “信
息茧房”④。 这种极端化的用户信息接受方式恶化了互联网用户政治极化的趋势, 加速了全球民

粹主义的泛滥。 一方面, 在智能技术的引导下, 受众接受的不再是全面多元的信息, 而是单一

的、 投其所好的 “虚假” 信息,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极易表现为偏激、 固执己见的观点; 另

一方面, 政治极化投射到现实领域, 就会发展为民粹主义, 助长了反智主义、 反精英主义倾向,
表现为排他性、 非理性、 情绪化的话语暴力。

(三)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全球治理失效是当代民粹主义借 “形势” 渲染 “危机” 的战略根基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认为, 全球化和工业现代性孕育的是一个

“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⑤。 在一定意义上讲, 全球性的公共危机、 经济萧条、 国家治理失效

等弊病是当代民粹主义借世界 “形势” 渲染 “危机” 的战略根基。
第一, 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衰落以及国际秩序的调整导致民众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充满了恐惧、

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造就了当代民粹主义泛滥的社会心理机制。 在欧美学界中, 很多学者提出

“资本主义已经终结” “新自由主义衰落” 论断⑥。 然而, 也有学者认为, 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消

失, 而是以其他变种表现出来⑦。 对此, 朗西埃、 墨菲等西方左翼学者认为, 当前全球局势走向

“后政治” (post-politics) 时代, 它为民粹主义乘虚而入提供了 “空场”。 究其原因, 由于经济全

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 西方社会内部变革困难重重, 加之诸多外部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

战, 一种不安全感弥漫于欧美地区, 笼罩在世界的穹顶之下⑧。 西方民众对未来充满了普遍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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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感, 迫使他们热衷于支持那些力挺复兴西方、 复兴美国的政治家①。 因此, 国际力量的转化

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后政治、 后美国时代, 催生民粹主义的泛滥, 这是新自由主义秩序衰落所留

下来的 “后遗症”。
第二,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 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 国际力量的转变导致

西方国家产生第三世界国家 “威胁论” 的言论。 21 世纪以来, 曾经作为 “区域一体化” 和 “政
治一体化” 之典范的欧洲陷入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泥潭当中。 从英国脱欧、 法国国民阵线的

复兴, 再到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联合执政, 无不折射出欧洲反一体化、 反全球化的政治乱

象②。 其根本在于老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逐渐暴露其制度缺陷, 而新兴国

家的蓬勃发展扭转了国际力量不对称的局势。 在此背景下, 秉持欧洲中心主义的部分欧洲人对新

兴发展中国家产生敌意, 他们以 “威胁论” “修昔底德陷阱” 等谬论作为地区不合作的借口, 在

东西方地区制造莫名的生存危机和敌对情绪, 削弱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
第三, 全球化治理失效所引发的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 生态危机、 经济危机夸大了经济全

球化的弊病, 助长了民粹主义对 “危机” 的渲染与裹挟。 全球化在塑造世界经济政治的同时,
也催生了全球发展和财富分配不均、 资本流通管治不当等问题。 当全球化和现代化出现薄弱环节

时, 就会引发认同危机、 民主危机、 生态危机等③。 当代民粹主义以三种危机形式展现: 一是由

于西方主流政党的代表功能的弱化, 当代议制民主的协调利益表达和政策整合机制失效时, 就会

出现代表性危机④。 二是在身份政治中, 左翼民粹主义对少数族群的权益保护抹杀了性别、 种族

等根本性的阶级问题; 而右翼民粹主义把 “反身份政治” 融入自己的政治策略中, 将阶级和种

族议题掺混在一起。 但从根本来说, 左翼与右翼在全球化境遇中都遇到了身份政治的认同危

机⑤。 三是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风险事件为国家治理和全球安全带来考验, 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

果及其衍生的社会心理焦虑推动形成了全球公共危机⑥。 然而, 危机、 不安全感以及生存困境在

全球链条上都会遭受民粹主义的裹挟。

(孔明安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靳欢欢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22 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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